
作者简介:鲍彦(１９８１—)ꎬ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ꎬ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ꎮ
〔∗〕本文系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资助项目(ＳＫ２０１００１８)阶段性成果ꎻ并得到江苏省高校哲学

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 ( 课题编号:２０１５ＳＪＤ０８１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１２ＹＪＡ７４００１７)的资助ꎮ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０６ 期ꎬ２０１５. ７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７ Ｊｕｌ. ２０１５

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 鲍　 彦
(南京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ꎬ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５)

〔摘　 要〕古罗马文学起源于对古希腊经典的翻译与改写ꎬ但两者的关系并非如此

简单ꎮ 本文选取史诗这一体裁ꎬ从诗格、神名以及“糅合法”三个方面对古罗马文学“经

典化”之路进行描述ꎬ剖析系统与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影响ꎬ阐述其“经典化”之由ꎮ
研究表明ꎬ在古罗马文学逐渐成为“经典”的道路上ꎬ翻译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古罗马

文学系统与古希腊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互动与相互影响ꎬ共同推

进了它的发展与演进ꎮ
〔关键词〕史诗ꎻ经典化ꎻ古罗马文学ꎻ古希腊文学ꎻ多元系统

一、引　 言

关于古罗马与古希腊文明间的关系ꎬ学界已达成诸多共识ꎮ 一般认为ꎬ罗马

文学发轫于对希腊文学大面积的翻译和改编ꎮ 但关于古罗马文学的发展与成

就ꎬ观点不尽一致ꎬ有学者提出质疑ꎬ出现了极具矛盾性的两派意见———是“拙
劣地模仿”ꎬ还是“创造性地翻译和改写”? 这些讨论大多聚焦译文与原文在语

言和文学模式层面上的比较ꎬ寻求两文学间关系的线索ꎬ并对古罗马文学在何种

程度上吸收和借鉴古希腊文学ꎬ以及古罗马文学自身的贡献与价值做出评判ꎮ
假若转换角度ꎬ从系统角度进行观察ꎬ“就会把整体文化视为对翻译文学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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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据ꎬ从而发现传统翻译研究所‘未知’或者忽略的现象”ꎬ〔１〕有助于更清晰地

展示西方文明两大源头相互交融之路ꎮ
伊塔玛埃文 －佐哈尔(Ｉｔａｍａ Ｅｖｅｎ － Ｚｏｈａｒ)所提出的“多元系统”(Ｐｏｌｙｓｙｓ￣

ｔｅｍ)将符号现象视为“系统而非由各不相干的元素组成的混合体”ꎬ〔２〕 强调符号

系统是一个“异质的ꎬ开放的结构”ꎬ〔３〕所以ꎬ“它通常并非单一的系统ꎬ而必然是

多元系统ꎬ也就是由若干个不同的系统组成的系统ꎬ这些系统互相交叉ꎬ部分重

叠ꎬ在同一时间内各有不同的项目可供选择ꎬ却又相互依存ꎬ并作为一个有组织

的整体而运作”ꎮ〔４〕此外ꎬ多元系统还特别分析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所

处的位置与作用之间的关系ꎬ翻译文学的地位对翻译规范、行为模式及翻译策略

的影响ꎮ 张南峰指出ꎬ“如果单单比较源文和译文ꎬ尤其是局限于语言层面的比

较ꎬ最多只能解释翻译时有什么可以选择ꎬ也就是目标系统的语言形式库和文学

形式库提供了哪些项目ꎬ却无法解释翻译在各种情况下的实际行为ꎮ 如果要解

释翻译的实际行为ꎬ就不单要找出翻译面对的种种制约ꎬ而且要找出这些不同的

制约之间的等级关系”ꎮ〔５〕 多元系统的视角ꎬ使文学、翻译和文化三者之间的互

动关系得以洞察ꎬ摆脱了对某一文学作品或者某一翻译现象孤立研究的窠臼ꎮ
拉丁文学发端于李维乌斯安德罗尼柯〔６〕 翻译荷马史诗«奥德赛»ꎮ 在此

之前的古罗马ꎬ由于社会的封闭、意识的保守以及长期的征战ꎬ文学发展迟缓、样
式单一ꎬ除了«十二铜法表»并无其他的文学作品ꎬ整体处于萌芽状态ꎬ根本谈不

上完整的文学体系ꎮ 而在公元前 ５ 世纪就已经到达古典文学顶峰的希腊文学ꎬ
此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了ꎮ 不过ꎬ作为“幼稚期”的古罗马文学并没有完全照

搬模仿希腊经典ꎬ而是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罗马化”道路ꎮ 其中ꎬ拉丁史

诗的发展更是这条复杂路径的典型缩影ꎬ反映了古罗马与古希腊两个文学系统

的互动与发展ꎬ及其对后世文学所作的贡献ꎮ

二、史诗的“罗马化”进程

出生并成长于希腊城邦塔伦图姆的李维乌斯ꎬ被称为“古罗马文学之父”ꎬ
正是他将荷马史诗«奥德赛»翻译成拉丁语ꎬ并成功奠定其译本在古罗马文学发

展中的重要地位ꎮ 作为古罗马翻译的第一人ꎬ同时也是欧洲本土翻译史上的第

一人ꎬ并无前人可供效仿ꎮ 然而ꎬ面对文化巨人、希腊正统文学的开创者荷马ꎬ李
维乌斯也并没有采取亦步亦趋、字字对应的翻译方法ꎬ而是运用各种手法将«奥
德赛»明显地“罗马化”了ꎮ〔７〕 从传统翻译观看ꎬ这并不是一部忠实的译本ꎬ但从

整个文学系统看ꎬ他所开创的翻译方法不仅奠定了古罗马对希腊戏剧和经典翻

译诗学的基础ꎬ而且对古罗马本土文学的发展也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ꎮ 实际上ꎬ
«奥德赛»译本给罗马读者带来的不仅仅是奥德赛漂流十年返回家乡的故事ꎬ更
是史诗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和样式ꎬ在后世一代代文学家恩尼乌斯、西塞罗、维吉

尔等的共同努力之下ꎬ走出了属于罗马的史诗之路ꎮ
(一)诗格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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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诗韵律的选择是诗歌创作与翻译所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ꎮ 李维乌斯选择

了萨图尔努斯格律ꎮ 这种格律是古罗马时期用于创作宗教颂歌的格律ꎬ但音节

容量较小ꎬ且也不如荷马原诗的六音步扬抑抑格灵活多变ꎮ 因为音节所限ꎬ李维

乌斯不得不多次删减荷马史诗的重要特征之一“荷马式套语”ꎬ〔８〕 比如ꎬ“‘善谋

如同神明的’这一富有英雄史诗色彩的修饰语被常见的赞词‘无比杰出的’
(ｓｕｍｍｕｓ ａｄｐｒｉｍｕｓ)所代替ꎮ” 〔９〕这样的选择也许可以解释为李维乌斯翻译的初

衷并非忠实地再现荷马史诗的原貌ꎬ而是通过翻译为古罗马的读者带来新的文

学样式和文学体裁ꎮ Ｗａｓｚｉｎｋ 就曾分析说“李维乌斯计划通过萨图尔努斯格律

将«奥德赛»罗马化萨图尔努斯格律在他的时代主要还是一种预言家的特

殊语言形式ꎬ而李维乌斯不遗余力地为罗马人提供真正的罗马史诗的努力ꎬ使得

这一韵律提升到文学的层次”ꎮ〔１０〕从系统角度来说ꎬ译文若要在目标文化中被接

受ꎬ“就必须不但在语言和语篇的层面上ꎬ而且在文学的层面上遵守目标系统的

模式和规范ꎬ并因而可能要在重构原文特征方面付出各种代价ꎬ包括放弃源文的

某些特征ꎬ甚至某些令源文得以在来源系统中被视为‘文学’的特征”ꎮ〔１１〕 在史

诗初次进入古罗马文学系统ꎬ脚跟未稳之时ꎬ李维乌斯选择了遵守古罗马的规

范ꎮ 此后ꎬ李维乌斯的直接继承者ꎬ参加过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奈维乌斯(前

２７０ －２０１ 年)ꎬ用萨图尔努斯格律将罗马历史上第一次伟大的胜利写成史诗«布
匿战纪»ꎬ这也是第一部真正属于罗马自己的史诗作品ꎬ被西塞罗称为“罗马诗

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ꎮ〔１２〕

随着本土文学的不断发展成熟ꎬ到了公元前 ２ 世纪中期ꎬ古罗马“文学三大

鼻祖”最后一位恩尼乌斯(前 ２３９ － １６９ 年)ꎬ这个在«编年纪»的开篇即声称自己

是“荷马转世”的诗人ꎬ面对另一个时代的读者时ꎬ采用希腊史诗扬抑抑格进行

创作ꎬ改变罗马读者对于这一体裁的认知和接受ꎬ成功奠定扬抑抑格在拉丁史诗

创作中的格律地位ꎮ 曾经被牺牲掉的规范ꎬ在罗马文学家随着国力增长而自信

心大涨的时代ꎬ终于进入古罗马文学库ꎮ 恩尼乌斯的«编年纪»不仅影响到同时

代作家ꎬ诗人们在之后的拉丁史诗创作中都逐渐抛弃了被恩尼乌斯称之为“农
牧神和预言家习惯使用的格律” 〔１３〕———萨图尔努斯格律ꎬ而使用扬抑抑格ꎮ 对

于罗马文学来说ꎬ这是一个重要的时代ꎬ也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ꎮ 西塞罗(前
１０６ － ４３ 年)在他的哲学著作中也常常引用荷马的诗句ꎬ他延续恩尼乌斯ꎬ采用

六音步格律进行翻译ꎬ而没有再使用萨图尔努斯格律ꎻ而且ꎬ西塞罗为记录古罗

马将军马略一生所创作的史诗ꎬ采用的就是六音步ꎮ 有意思的是ꎬ公元前 ２ 世纪

下半叶ꎬ有人用扬抑抑格六音步格律将李维乌斯的译本进行了重译ꎬ并且此译本

也进入了流通领域ꎬ而这一现象被称为“Ｌｉｖｉｕｓ ｒｅｆｉｃｔｕｓ”(“重译李维乌斯”)ꎮ〔１４〕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指出ꎬ“随着目标语文化出现史诗概念ꎬ并发出自己的声音ꎬ这种新兴

的形式又反过来对催生本土史诗文本的翻译进行塑型”ꎮ〔１５〕可见ꎬ在恩尼乌斯奠

定了六音步在罗马史诗创作中的地位后ꎬ这一规范不仅由边缘逐渐走向中心ꎬ而
且最终进入古罗马文学经典形式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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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名的翻译与神谱的建立

在对原作中大量希腊神名进行翻译时ꎬ李维乌斯选择用相似的罗马神话人

物去替代希腊神话人物ꎬ并没有保留原诗中诸神的希腊名字ꎮ 这个特点在开篇

第一句就有所体现———李维乌斯将希腊女神缪斯( )对应为罗马神话中的

水泉女神卡莫娜(Ｃａｍｅｎａ)ꎮ 事实上ꎬ从公元前 ５ 世纪开始ꎬ随着罗马与希腊的

交流越来越频繁ꎬ罗马神话就已经开始吸收希腊神话ꎬ并出现有些神明相对的情

况ꎬ比如朱庇特之于宙斯、朱诺之于赫拉、维纳斯之于阿佛罗狄忒、马尔斯之于阿

瑞斯ꎮ 但是ꎬ用罗马神话中的水泉女神卡莫娜代替希腊神话中的诗歌女神ꎬ很可

能是从李维乌斯开始的ꎮ〔１６〕

此外ꎬ李维乌斯不仅将希腊神名“罗马化”ꎬ而且在译作中着手建立罗马神

谱ꎮ 在李维乌斯的译诗中“我们的父亲ꎬ萨图尔努斯的儿子” (Ｐａｔｅｒ ｎｏｓｔｅｒꎬ Ｓａｔ￣
ｕｒｎｉ ｆｉｌｉｅ)对应«奥德赛»第 １ 卷ꎬ第 ４５ 行诗句“哦ꎬ我们的父亲ꎬ克洛诺斯之子”
( )ꎮ 这一行译诗中ꎬ“萨图尔努斯的儿子”指的是罗马神

朱庇特ꎮ 译者用古罗马最古老的神明之一萨图尔努斯代替了古希腊神话中宙斯

之父克罗诺斯ꎬ而通过这样的对应ꎬ李维乌斯也建立了罗马神话中萨图尔努斯与

朱庇特之间的父子关系ꎮ 类似的神谱还可见摩涅塔与卡莫娜的母女关系ꎬ萨图

尔努斯与朱诺的父女关系ꎬ等等ꎮ 随着读者的接受ꎬ这样的创作手法也影响了后

世古罗马文学创作ꎮ 一直到恩尼乌斯和维吉尔时代ꎬ仍然流行ꎮ 用罗马神名代

替希腊神名的创作手法ꎬ从李维乌斯开始得以进入系统形式库ꎬ并具有了能产的

特征ꎬ成为真正的经典———动态经典ꎬ这也是“经典库真正制造者”ꎮ
古罗马共和国后期的翻译家马提乌斯在翻译«伊利亚特»第 ７ 卷ꎬ２９１ － ２９２

行时ꎬ将原句中用作泛称而无具体所指的神的统称 (ｄｉｖｉｎｉｔｙ)具化为罗马

的胜利女神维多利亚(Ｖｉｃｔｏｒｙ)ꎮ “胜利女神在荷马的原著中从未出现过”ꎬ是
“后荷马时期的”ꎮ〔１７〕 而希腊的胜利女神耐基(Ｎｉｋｅ)的形象出自于赫西奥德的

«神谱»ꎬ是巨人帕拉斯(Ｐａｌｌａｓ)与冥界之河斯提克斯(Ｓｔｙｘ)的女儿ꎬ经常以手持

棕榈枝、花环或作为胜利使者象征的杆杖的形象出现ꎮ 古罗马文学家以及翻译

家们的这一创作方法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ꎬ以至于后来欧洲各国都沿用了罗

马神名和人名ꎬ比如 Ａｃｈｉｌｌｅｓ(阿喀琉斯)ꎬ而不是希腊原名 Ａｋｈｉｌｌｅｕｓ( )ꎮ
(三)“糅合法”的开创与继承

“糅合法”(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 〔１８〕是古罗马史诗翻译及创作中的重要手法ꎮ 采用

“糅合法”翻译某一诗句时ꎬ译者会借用原诗中其他诗句或者其他诗篇的诗句ꎮ
李维乌斯就会借用«奥德赛»其他诗行ꎬ甚至荷马另一部作品«伊利亚特»或者希

腊其他诗人的诗句进行翻译ꎬ就好似利用他所掌握的其他所有古希腊作品为他

所用ꎬ在进行自由创作一样ꎮ 在荷马«奥德赛»的原诗中ꎬ从未称赫拉为“克罗诺

斯的女儿”ꎬ但是我们在译本中却可看到用“萨图尔努斯的女儿”这样的表达指

朱诺的情况ꎮ 他们之间的父女关系倒是在另一史诗«伊利亚特»中有所提及ꎬ比
如«伊利亚特» 第 ５ 卷 ７２１ 行诗ꎬ “伟大的克罗诺斯的女儿ꎬ高贵的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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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ꎮ 再比如ꎬ据考证ꎬ无论是在«奥德

赛»还是在 «伊利亚特» 中ꎬ荷马从未确定表示缪斯 ( ) 是谟涅摩绪涅

( ꎬ李维乌斯译为 Ｍｏｎｅｔａꎬ摩涅塔)的女儿ꎮ 但是ꎬ在希腊最早的诗人

之一赫西奥德的长诗«神谱»中却可以找到蛛丝马迹ꎮ 在«神谱»的 ５３ － ５４ 行诗

和 ９１５ － ９１７ 行诗ꎬ都有表述缪斯众女神为谟涅摩绪涅与宙斯的女儿的诗句ꎮ 传

统译论会将这种方法视为对原文本的不忠ꎬ破坏了文学纯洁性ꎬ但从另一个角度

看ꎬ这也是通过转化与适应ꎬ以竞争的方式将原文本保留ꎮ
虽然恩尼乌斯批评李维乌斯使用萨图尔努斯格律ꎬ但却使用“糅合法”进行

翻译和创作ꎮ 其实ꎬ不论是在恩尼乌斯、西塞罗的古希腊译作中ꎬ还是在泰伦提

乌斯的戏剧写作以及维吉尔的史诗创作中ꎬ“糅合”希腊原著ꎬ甚至将希腊原著

和古罗马前辈文学家作品“糅合”在一起的例子处处可循ꎮ 格马尼库斯尤迪

乌斯凯撒(前 １５ －后 １９)在翻译希腊诗人阿拉图斯的长诗«现象学»时ꎬ不仅

会借用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句ꎬ甚至还会引用他所欣赏的拉丁前辈诗人的诗句ꎬ
尤其是维吉尔和奥维德的诗歌ꎮ〔１９〕 李维乌斯所开创的“糅合”规范ꎬ在进入“文
学形式库”后ꎬ被不断巩固ꎬ产出新的文学产品ꎬ发挥了能动的作用ꎮ

纵观古罗马史诗文学的发展ꎬ作为古罗马第一位翻译家ꎬ李维乌斯选择了将

希腊原作“罗马化”的道路ꎬ也就此奠定了整个古罗马时期的翻译诗学基调———
“创造性地吸收”ꎮ〔２０〕而李维乌斯的译本不仅将荷马史诗引入罗马ꎬ而且也为史

诗这一题材在罗马的诞生以及为罗马拥有自己的荷马走出了跨越的一步ꎮ 由于

翻译题材的选择与当时古罗马的社会需求相契合ꎬ激发了新生文学的民族自豪

感ꎬ也激励古罗马文学家们创作出属于自己的史诗作品ꎮ 奈维乌斯的«布匿战

纪»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ꎮ 而之后的恩尼乌斯适应读者水平的发展以及

史诗体裁的要求ꎬ使用扬抑抑格六音步作为拉丁史诗的诗格ꎬ是整个拉丁史诗发

展的转折期ꎮ 自此之后ꎬ李维乌斯、恩尼乌斯等早期诗人建立的史诗创作规范ꎬ
被后继的维吉尔、奥维德等诗人不断补充和扩展ꎬ保证了形式库的不断演变ꎬ不
仅规范着拉丁史诗的创作ꎬ甚至在后来的文艺复兴时期ꎬ为欧洲各国也提供了典

范ꎮ “荷马以及史诗的概念ꎬ正是通过罗马的语言传入欧洲各本土文化”ꎮ〔２１〕

三、史诗的“经典化”之由

文学系统的变化与发展是系统内外各个因素以及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结

果ꎮ 古罗马史诗发展进程其实也是古罗马文学母系统与翻译子系统、古罗马文

学系统与希腊文学系统以及古罗马文学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互动的过程ꎮ 系统

与系统之间的互动与作用决定了古罗马文学发展的趋势和方向ꎬ并最终走上

“经典”之路ꎮ
(一)翻译文学子系统与文学多元系统

对于处在“稚嫩期”的古罗马文学多元系统来说ꎬ翻译是位于中心位置并起

到革新作用不可忽略的必要角色ꎮ 李维乌斯通过翻译荷马史诗并将其罗马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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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了拉丁史诗的先河ꎬ此时的“翻译和原创作品ꎬ是一个渐变连续体ꎬ中间没

有明确的界限”ꎬ〔２２〕而“最瞩目或最受推崇的翻译作品往往是出自主要的作家

(或即将成为主要作家的前卫分子)手笔的”ꎮ〔２３〕李维乌斯翻译的贡献不在于向

罗马读者重述«奥德赛»的故事ꎬ更在于为拉丁文学系统引进了新的诗学语言、
写作模式和创作技巧ꎬ也就是文本所代表的模式和规范ꎬ此时的翻译成为“发展

新文学形式库的工具之一”ꎮ〔２４〕这些文学规范ꎬ比如将萨图尔努斯格律定为拉丁

史诗创作的基本格律ꎬ在奈维乌斯创作的«布匿战纪»中得到进一步巩固ꎬ逐渐

进入了拉丁语史诗文学经典化形式库ꎬ李维乌斯的译本和奈维乌斯的史诗作品

本身也成为经典ꎮ 在这个早期的经典形式库经历了“持久化”后ꎬ恩尼乌斯却又

重新更严格地挪用希腊史诗文学规范ꎬ采用荷马式的六音步创作«编年纪»ꎬ为
形式库注入了新的元素ꎬ再次重塑了古罗马史诗文学传统ꎮ

这种互动体现了翻译文学子系统与文学母系统之间相互影响、共同演变的

进程ꎮ 翻译的接收与引进作用于本土文学创造性的创作ꎬ而本土文学的不断演

进发展又反过来扩大甚至改变翻译经典形式库ꎮ 在不同的文学时期会出现风格

迥异的译本ꎬ并不值得惊异ꎬ反而可以看作是两个系统之间互相作用的表现ꎮ 比

如ꎬ不少罗马作家都曾翻译希腊著名诗人阿拉托斯(Ａｒａｔｕｓ)的六音步长诗«现象

学»ꎬ但是ꎬ西塞罗的译本受到恩尼乌斯风格的影响ꎬ“偏爱使用早期拉丁诗歌的

史诗悲剧式的措辞”ꎬ〔２５〕“表达厚实而凝重”ꎬ〔２６〕 而译于奥古斯都时代后期的格

马尼库斯(前 ２４ －后 １９)译本则充满了“奥古斯都时期的诗学风格”ꎬ〔２７〕 精致而

优雅ꎮ
事实上ꎬ这样的互动关系也正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本质关系ꎬ是其属性的一

种体现ꎮ 只不过在罗马这个特别善于通过翻译别国文学经典来发展本国文学的

民族的案例上ꎬ表现尤为明显ꎮ 此时的翻译处于整个文学多元系统中心ꎬ两系统

的互动更加剧烈而频繁ꎬ且具有明显的双向性ꎮ 这种互动通过原创作品和译品

反映出来ꎬ最明显的例子是经典作品的不断复译ꎬ“人们对于文学多样性的渴

求ꎬ以及翻译观念本身的变化ꎬ必然会催生新的译本ꎬ促使译者以更大的创作性

为现有的文学形式库提供新的艺术元素ꎮ” 〔２８〕 相反ꎬ当翻译处于文学系统边缘

时ꎬ更多的是翻译子系统受到文学母系统的影响ꎬ它起到了反映文学母系统中形

式库规范的作用ꎬ是两个系统互动的另一面表现ꎮ
(二)古罗马史诗文学与希腊史诗文学

相对于古罗马文学的贫瘠ꎬ古希腊在当时的希腊化世界里处于文化与文学

上绝对中心的位置ꎮ 但是ꎬ处于中心位置并不等于一劳永逸ꎬ永远受到他文化的

顶礼膜拜ꎻ也不等于希腊文学与其他文学之间永远都恪守中心和边缘的关系ꎮ
事实上ꎬ古老的希腊史诗传统和新生的古罗马拉丁史诗间始终发生着互动ꎮ 随

着古罗马史诗形式库不断扩展和推进ꎬ它和古希腊史诗经典形式库的张力也处

于动态变化中ꎮ 从最初处于边缘的次文化ꎬ借鉴和模仿处于中心的经典形式库

的规范ꎬ到根据其目标读者的审美和目的语社会主流意识形态ꎬ形成新的文学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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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规范ꎬ对中心的经典化形式库进行扩展和补充ꎬ甚至造成冲击以保证其不断

发展ꎮ “任何系统中的经典化形式库ꎬ如果没有非经典化的挑战者与之竞争并

常常威胁着要取而代之ꎬ过一段时间就很有可能停滞不前ꎮ 在后者的压力之下ꎬ
经典化形式库不可能维持不变ꎬ这就保证了系统的演进ꎮ” 〔２９〕

如果没有古罗马史诗文学系统在整个大史诗系统中的承上启下ꎬ这一诗歌

形式也许就不会对开始于 １４ 世纪的文艺复兴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ꎬ而古罗马史

诗文学的发展也绝没有完全脱离已经成为经典的希腊史诗的控制ꎮ 贺拉斯在

«诗艺»中谈及史诗的格律就说到“帝王将相的业绩、悲惨的战争ꎬ应用什么诗格

来写ꎬ荷马早已作了示范”ꎬ〔３０〕但是贺拉斯也谈到“我们的诗人对于各种类型都

曾尝试过ꎬ他们敢于不落希腊人的窠臼ꎬ并且(在作品中)歌颂本国的事迹ꎬ以本

国的题材写成悲剧或喜剧ꎬ赢得了很大的荣誉”ꎬ〔３１〕这其实也是肯定了李维乌斯

所开创的通过翻译进行文学创作的风气ꎬ而且也说明在当时ꎬ鼓励借用希腊传统

来歌颂本国成就的创作方法ꎬ已经成为史诗创作的一种规范ꎮ 维吉尔的«埃涅

阿斯纪»就对荷马史诗做了多处模仿ꎬ但是并没有被荷马所束缚ꎬ却还常常表现

出超越的意图ꎮ 维吉尔对于欧洲的影响有可能更甚于荷马ꎬ但丁就在«神曲»开
篇中尊维吉尔为向导ꎬ搭救了迷路的自己ꎬ并且引领他游历地狱和炼狱ꎮ〔３２〕

正是由于古罗马与古希腊史诗之间的动态张力ꎬ史诗这一体裁才能随着时

代的更迭、读者品味的变化不断丰富发展ꎬ没有出现无法适应社会需要的转变而

逐渐僵化ꎬ陷入不再“健全”的文学之窘境ꎮ 而在这一过程中ꎬ古罗马史诗也逐

渐走进中心位置ꎬ它的规范也进入经典形式库ꎻ而在经典形式库的规范下产生的

作品ꎬ比如恩尼乌斯的«编年纪»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ꎬ也加插进了史诗经

典库ꎮ 正如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所评论的那样:“我们看到(恩尼乌斯)恪守动态竞争诗学

的史诗创作策略ꎬ从毫无疑问的翻译和挪用ꎬ到趋于原创和偏离ꎮ 这一趋势推动

了史诗传统向新的领域发展并且也反映了新的世界秩序ꎬ即随着第二次布匿战

争ꎬ罗马帝国权力的崛起”ꎮ〔３３〕而“罗马史诗展现出其自身既是西方世界基本文

化的标识和评注ꎬ又显而易见是欧洲最持久、最确定的诗歌形式之一(通过转型

为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丁史诗及其在欧洲各本国语中同类或不同类的文

学形态)ꎬ所以罗马史诗要求承认它是西方文明的最基本的文学形式”ꎮ〔３４〕

(三)古罗马史诗文学系统与超文学系统

除了上述文学多元系统内部之间的互动ꎬ文学与超文学系统之间ꎬ也就是文

学与文化多元系统之间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ꎮ “符号多元系统与文化多元

系统是从属并同构的关系ꎮ 在大的文化多元系统下面ꎬ还包含社会、经济、政治

以及意识形态等等ꎮ 这些系统之间互相交换ꎬ通常是间接地ꎬ而且往往通过边缘

进行ꎮ” 〔３５〕古罗马史诗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古罗马文化的综合体现ꎬ这一历程中

所产生的经典文本以及经典形式库均是由语言系统所决定的ꎬ也就是由“社会

中一切设计言语的生产和消费的因素的集成体” 〔３６〕 所决定的ꎬ其本身并不能决

定自身的经典性ꎬ只是文学的一部分表现形式ꎮ 而这一过程中ꎬ经典形式库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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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重构都彰显着文学环境对它的影响和制约ꎮ 这里的文学环境当然包括超文

学因素ꎬ比如文学意识形态、出版商、文学批评、文学团体等等ꎮ
在李维乌斯翻译荷马的时代ꎬ不是所有罗马人都欣然接受被当作战利品带

入罗马的希腊文化ꎮ 虽然有斯基皮奥家族积极主张吸收希腊文化ꎬ但也有另外

的贵族竭力抵制ꎬ比如后来的保守派代表人物老卡托的赞助人弗拉库斯以及费

边都属于罗马上层人士中的保守派ꎮ 他们致力于维护罗马的简单淳朴风尚ꎬ反
对从希腊引入奢靡的生活方式ꎮ 而这些看似与翻译无关的社会意识争论ꎬ其实

也影响着李维乌斯翻译时的选择ꎮ 比如ꎬ“糅合法”使得古希腊原文更好地融入

译者翻译的新时代ꎬ为新读者所接受ꎬ符合新的文化趋势和诗学ꎮ 而用罗马神名

替代希腊神名的方法与“糅合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处ꎮ 看起来非常简单的事实ꎬ
却是复杂而多重的社会、文化、译者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ꎮ 其实ꎬ这也符合

人类文明相互交流过程的规律ꎮ 在认知初期ꎬ双方处于相互陌生的对立ꎬ总是需

要反观自身去认知对方ꎬ用自身已有去理解对方所有ꎮ
而不断提高的读者接受也影响着古罗马诗人和翻译家们的创作规范ꎮ 在古

罗马史诗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中ꎬ读者的接受和审美以及主流社会意识形态

对其形成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ꎮ 其实ꎬ“任何以翻译为媒介的文学样式要进入

经典化形式库都不能仅仅是再现原文ꎬ而是要迎合读者视域并适应译入语文化ꎬ
否则只能昙花一现”ꎮ〔３７〕 并不是所有的译本都能像李维乌斯的«奥德赛»一样ꎬ
在译入语文学多元系统中享有重要地位且自身也成为经典的ꎮ 要成为经典ꎬ进
入文学经典形式库ꎬ更应该关注译本的创作和流通ꎮ 正如谢天振所说ꎬ“要把一

国文学、文化译介到另一国、另一民族去ꎬ其中的决定性因素却远不止翻译家对

读者的吸引力ꎬ另外还有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占主流地位的诗学理论、赞助人

(出版社、有关主管部门或领导等)ꎬ等等ꎮ” 〔３８〕 古罗马史诗建立初期ꎬ扬抑抑格

被抛弃而采用萨图尔努斯格律ꎬ正是李维乌斯适应本土所作的调整ꎬ让当时对于

古罗马读者来说较难理解的事物变得更容易接受ꎮ 几十年后随着读者审美的提

高ꎬ扬抑抑格被重新采用ꎬ与其说是恩尼乌斯选择了扬抑抑格创作«编年纪»ꎬ不
如说是在社会意识形态、读者视域、文化团体等各因素作用下ꎬ扬抑抑格被选择

了ꎮ 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主旨就是要借用古代神话传说ꎬ颂扬奥古斯都

的统治ꎬ这与他是当时维护奥古斯都统治的罗马文学集团中重要一员有着必然

的联系ꎮ

四、结　 论

史诗的“罗马化”进程展现了西方文学发展早期文学母系统与翻译子系统、
希腊文学系统与拉丁文学系统以及文学系统与超文学系统之间复杂的互动关

系ꎮ 从李维乌斯通过翻译将史诗引入拉丁语世界ꎬ到维吉尔创作出可与«伊利

亚特»相媲美的史诗作品«埃涅阿斯纪»ꎬ演示了一套完整的系统内部、系统与系

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ꎮ 翻译不仅引入原文本的故事ꎬ更是引入文学规范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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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ꎮ 而对于原语文学规范和传统照搬硬套就无法成为经典ꎬ适时根据其他因素ꎬ
包括文学因素和超文学因素ꎬ进行必要的调整ꎬ才能真正进入经典形式库ꎮ 这不

仅使史诗翻译具有了子系统自身的发展与变化特点ꎬ而且ꎬ这些发展因素又反过

来作用于拉丁诗歌的创作方式ꎮ 拉丁诗歌的茁壮发展又进一步推进了史诗文学

系统的进一步演变ꎬ成为绵延几个世纪的经典文学样式ꎮ 它们几者间的关系ꎬ可
用图示如下:

图中双箭头也表明各个系统之间影响并不是单向或者单边的ꎬ而是相互影

响、相互滋养、共同演变的ꎮ 其实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ꎬ拉丁史诗比希腊史诗发展

得更持久且内容形式更多变ꎮ 在古典史诗经典库里ꎬ我们看到的是更多拉丁诗

人ꎬ奈维乌斯、恩尼乌斯、维吉尔、奥维德、卢坎、弗拉库斯、伊塔利库斯等等一长

串闪耀的名字ꎮ
此外ꎬ古罗马史诗的经典化之路处处彰显经典化与非经典化、中心与边缘以

及主要与次要三对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张力ꎬ而它们之间的冲突、演变与转化是

系统得以有效维持的关键ꎬ并推动文学持续的发展ꎮ 进入经典形式库的规范常

常受到非经典阶层的挑战ꎬ而如果没有逐渐成熟的古罗马史诗的挤压ꎬ史诗文学

样式会逐渐僵化ꎮ 正是这样不断运动的过程才能保证史诗文学的活力和不断出

新ꎮ 这样的张力变化和各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最早的文明交流中就已体

现ꎬ也说明了研究文本应研究它所处系统的内部运作ꎬ以及它所处系统与其他社

会群体系统之间的关系ꎮ 以这样的视角去重读史诗ꎬ也许更能够了解这一文学

样式的意义和所在ꎮ

注释:
〔１〕〔５〕〔１１〕 〔２２〕张南峰:«多元系统翻译研究»ꎬ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ꎬ２０１２ 年ꎬ第 １０、８６、７４、８１

页ꎮ

〔２〕〔３〕〔４〕〔２９〕〔３５〕〔３６〕伊塔玛埃文 － 佐哈尔:«多元系统论»ꎬ张南峰译ꎬ«中国翻译»２００２ 年第

２ 期ꎮ

〔６〕据考证ꎬ李维乌斯是塔伦图姆人ꎬ大约于公元前 ２７２ 年罗马人攻陷该城后被俘ꎬ被带到罗马ꎬ沦为

元老李维乌斯萨利纳托尔的奴隶ꎮ 后获释ꎬ成为贵族家庭的家庭教师ꎬ并从事文学活动ꎮ 安德罗尼柯

是希腊姓氏ꎬ而李维乌斯是罗马姓氏ꎬ表明他曾是李维乌斯家族的奴隶ꎮ

〔７〕Ｌｅｏ (１９１２: ８７ － ９３ꎬ １９１３: ７３ － ７５)ꎬＦｒａｅｎｋｅｌ (１９３１)ꎬＷａｓｚｉｎｋ (１９７９: ８９ － ９８) 以及 Ｍａｒｉｏｔｔｉ

(１９８６)等学者就曾指出李维乌斯的译本并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本ꎮ 国内学者王焕生(１９９８: ３９)、谭载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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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史诗“经典化”之路



(２００４: １７)等人也有相关研究ꎬ如王焕生通过他对李维乌斯译本的比读研究ꎬ指出:“有一些诗译文文字

较之原文稍有变动ꎬ但仍基本严格地体现了原意ꎻ有一些诗系在基本保持原意的基础上ꎬ译文对原文作了

不同程度的删略ꎻ还有一些诗则是在不同程度上对原诗的自由译ꎮ 综合起来ꎬ拉丁译诗准确地或部分准

确地翻译了原诗的与自由地翻译原诗的约各占一半ꎮ”
〔８〕套语是荷马史诗的重要特征ꎬ因为成套固定的短语、修饰词便于吟游诗人大量颂记诗歌ꎬ也为诗

人的临场颂吟提供素材ꎮ 此外ꎬ这些套语丰富了史诗的语言ꎬ也使得诗句更加灵活ꎮ 在描述一位神或英

雄的时候ꎬ往往有多个套语供诗人选择ꎬ比如ꎬ“胫甲坚固的”和“长发的”经常用来形容阿开奥斯人ꎮ
〔９〕〔１２〕王焕生:«古罗马文艺批评史纲»ꎬ南京:译林出版社ꎬ１９９８ 年ꎬ第 ３４、１２５ 页ꎮ
〔１０〕Ｊ. Ｈ. ＷａｓｚｉｎｋꎬＯｐｕｓｃｈｌａ Ｓｅｌｅｃｔａꎬ Ｌｅｉｄｅｎꎬ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Ｅ. Ｊ. Ｂｒｉｌｌ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９５.
〔１３〕Ｏ. Ｓｋｕｔｓｃｈꎬ Ｔｈｅ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ｏｆ Ｑ. Ｅｎｎｉｕ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２０７.
〔１４〕Ｃｏｕｒｔｎｅｙ (１９９３:４５ － ４６)专门讨论了 Ｌｉｖｉｕｓ ｒｅｆｉｃｔｕｓ 这一现象ꎬ“在恩尼乌斯确立六音步诗格的主

流地位之后不久ꎬ有人用六音步对李维乌斯的萨图尔努斯格律«奥德赛»进行了重译ꎮ 提帕奈若指出ꎬ当
查理西乌斯和费斯图斯引用李维乌斯译本时ꎬ特别用‘古奥德赛译本’( Ｏｄｙｓｓｉａ ｕｅｔｕｓ) 表示李维乌斯的译

本 ”ꎮ
〔１５〕Ｒ. Ｈ.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ｐｉｃꎬ Ｊ. Ｍ. Ｆｏｌｅｙ. ｅｄ. ꎬ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Ｅｐｉｃꎬ Ｏｘ￣

ｆｏｒｄ: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１９４.
〔１６〕〔１９〕〔２５〕〔２６〕〔２７〕Ｄ. Ｍ. Ｐｏｓｓａｎｚａ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Ａｒａｔｕｓꎬ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ｕ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ｅｔｅｒ Ｌａｎｇ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４８ꎬ ６ꎬ １０ꎬ ２８ꎬ ２８.
〔１７〕 Ｅ. Ｃｏｕｒｔｎｅｙꎬ Ｔｈ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ａｔｉｎ Ｐｏｅｔ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９９.
〔１８〕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 最早是由古罗马戏剧作家泰伦提乌斯在他的«安德罗斯女子» (Ａｎｄｒｉａ)中提到ꎬ指

古罗马作家改编古希腊戏剧时将两部或者两部以上的情节糅合在一起ꎮ 而 Ｃｏｎｔｅ 在 １９８６ 的著作“Ｔｈｅ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ｏｆ 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Ｇｅｎ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ｅｔｉｃ Ｍｅｍｏｒｙ ｉｎ Ｖｉｒｇｉ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ａｔｉｎ Ｐｏｅｔｓ”中将这种创作方法称为“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整合喻引”———作者译)ꎮ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 在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Ｅｐ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 (２００８: １８３)一文中指出ꎬ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ｉｏ 一词有责难译本污染

了原作的文学纯洁性之嫌ꎬ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 ａｌｌｕｓｉｏｎ 却能更好地反映译本是如何通过竞争保留、转变并反映古

希腊文学纯洁性的ꎮ
〔２０〕学者 Ｐｏｓｓａｎｚａ (２００４)在其著作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ｅａｖｅｎｓ: Ａｒａｔｕｓꎬ Ｇｅｒｍａｎｉｃｕ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中对古罗马的翻译诗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ꎬ他认为古罗马各个时期译家的翻译形

式、风格和措辞都不尽相同ꎬ但是翻译诗学并没有改变ꎬ即自由地处理原文本ꎬ创新地吸收ꎬ而不是谨慎地

保留ꎬ只不过不同时期程度有所不同罢了ꎮ
〔２１〕〔３３〕〔３７〕Ｒ. Ｈ. 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ꎬ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Ｅｐｉｃ Ｐｏｅｔｒｙꎬ Ａꎬ ＬｉａｎｅｒｉＩ. ａｎｄ Ｖꎬ Ｚａｊｋｏ. ｅｄ.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７４ꎬ １７９ꎬ１７２.

〔２３〕〔２４〕伊塔玛埃文 － 佐哈尔:«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ꎬ庄玉柔译ꎬ选自«西方翻译

理论精选»ꎬ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０ 年ꎬ第 １１８ 页ꎮ
〔２８〕李春江、王宏印:«多元系统理论关照下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ꎬ«外语与外语教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ꎮ
〔３０〕〔３１〕贺拉斯:«诗艺»ꎬ杨周翰译ꎬ选自«诗学诗艺»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６２ 年ꎬ第 １４１、１５２

页ꎮ
〔３２〕但丁:«神曲»ꎬ朱维基译ꎬ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ꎬ２０１１ 年ꎮ
〔３４〕Ａ. Ｊ. Ｂｏｙｌｅꎬ Ｒｏｍａｎ Ｅｐｉｃ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１０.
〔３８〕谢天振:«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额的拓展»ꎬ«外国语»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ꎮ

〔责任编辑:弘　 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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